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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百年互动反思
倪 胜 利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 要:民族文化生成于独特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以自发的方式代代相传,原始而简单,和谐而自然。

百余年来,社会巨变导致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使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失去存在的条件。现代

教育在民族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普及了科学文化,凝聚了民族精神,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对来

自不同源头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融入主流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以同化为目的的教育,忽略了民族文化

背景与民族生存的实际,使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渐削弱。反思历史,透视现实,洞察未来,立足民族文化之

根,认清并确立民族教育的当代使命和价值关怀,弘扬民族文化,挖掘并激发民族内源性发展动力,以开创民

族生存的未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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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来自不同源头、处在各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社会,
逐渐汇入到一个联结全球的文化洪流之中,从而使民族的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是一个剧烈动

荡的时代,是一个毁灭与再生交替更迭的时代。在远离中心的、僻远的、封闭的民族地区,千百年来

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人文生态,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主流社会的文化扰动而经历了巨大的

涨落。一些缺乏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逐渐消亡,而那些与时俱进的系统则获得了新生。
纵观历史,民族发展力归根结底来自文化力,在各自独特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中,历史地、自发地生

长起来的文化系统,其生存和发展必得与变化中的时空环境相适应,向着世界和未来全方位开放,
以便不断开辟新的生境,获得更新与再生的丰富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百年来的历史也昭示我

们,教育以同化为目的,无益于民族内在生长力的激发,甚至有可能削弱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的建设基于底层的建构,有赖于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其根本基础是民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

化。现代教育只有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求和而不趋同,才能激发和

促进民族内在的生长力,使有千百年生命史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并以各自的特色融入

时代的洪流,共同演奏出雄浑有力的时代交响乐。回顾历史,透视现实,认清并确立民族教育的当

代使命和价值关怀,探索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实质性融合的有效途径,是我们反思民族文化与教育

互动百年的意义所在。

一、民族教育文化原生态

文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按照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方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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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不断化生出在精神、物质、制度、习惯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结构与秩序,它们被赋予

符号意义并获得生命的功能,在不断变化的时空环境中,以自我复制和自我更新的方式发展。民族

文化的形态发生,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密切关联[1]。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地貌复杂,从雪域高原、深
峡大川、戈壁荒漠、林海雪原,到盆地河谷、丘陵平原、丛林水乡、海洋河口,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地

表系统,生成了立体分布的动植物群落。自然生态丰富多样,从而孕育了依赖不同的资源环境而生

存的诸多民族。群黎百姓,逐水草而居;游牧渔猎,依时序而作。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秉厚德以养

人,含万物而化光。大化流行,品物咸亨。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人文景观,布诸山河林莽;崇德广

业、化民成俗的文化动力,延续百代千年。发展力说到底是文化力,民族的历史文化过程,凝聚了智

慧,孕育了制度,创造了艺术,汇聚了物典,形成了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涌现出与其所处的天地

系统相适应的文化群落和文明景观。
文明延续依靠教育,文化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自有文化,就有了传递文化的教育,

教育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在特定生态环境中,自然地形成的民族文化以自发的方式代代相传,
可视为原生态的教育文化。教育“教”什么的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类种群都面临的实在的生存

问题。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有“教”和“学”的价值。在原生态的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有“教”和
“学”的东西与生存的一切方面,就像血和肉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最初阶段,一切都是简单的,教
育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劳动技术的传递而已。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民族社会的发展,生活世界变得丰

富多彩,族群成员交往不断扩大,多种需要及能力日益增长,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大大提高,教育文化

也表现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传递知识和传承价值。例如:人们借助神话故事,寄托勇敢、正义、智
慧、爱情等价值追求;在生产活动中教人合理安排农事,务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周易·文言》);在祭祀中宣扬善德的积累;在歌唱中追求高尚的品德和创造的才华,等
等。总的来说,原生态的教育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丰富多样,有随境式的教育,也有制度化的教育;
有宗教教育,也有世俗教育;有劳动教育,也有生活教育;有技术性的教育,也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教育;有知识教育,也有道德教育;有艺术教育,也有体育。
无论是哪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与民族生存的实际密切关联,与生产

和生活的实际情境直接融为一体。人类经验的传递活动,从一开始就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着。教

育的内容与形式同生产劳动密切地融为一体的实例,在西南民族中比比皆是。刀耕火种的民族,在
每一个生产环节,包括备耕、砍地、烧地、播种、催苗、薅草、收割、晒场等,都会有一些具有教育意义

的活动。如云南腾冲及保山一些地方的傈僳族人,在砍地、烧地、撒种前后会唱一首《请工调》。歌

词涉及了劳作、农时、互助、合作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关于劳动品质与德行的教育,也有机地融入

到生产活动中。类似的教育情景不胜枚举。
生存斗争是残酷的,资源环境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族群在早期的迁徙以及漫长的

“安顿下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有血与火的战斗,要有勇敢和智慧的首领率领族群渡过一个又

一个难关,要有贞洁的爱情和婚姻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要尊奉一个神来寄托价值关怀以保

佑族群繁荣昌盛,这一切都记载在传说和神话中。有斗争就会有流血牺牲,为抢夺资源而殊死相搏

的族类,生存的机会远不如和谐共生的部落。共生共荣是生态世界的根本法则。在民族社会,这是

来自生存实际的经验,是千百年来积累的智慧。族群之间、族群内部、个体成员之间,无不适用这个

法则。自私、欺骗、暴虐等无论在哪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当具有正向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以格言的

方式呈现时,就蕴含着极强的教育功能。各个民族都有广泛流传的格言,其教化之功对民族精神的

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节日和仪式也是教育。许多少数民族节日,都承载着与族群的延续和文明传递相关的价值与

意义。西南地区许多民族节日如大理白族的“三月三”“蝴蝶会”、镇宁布依族的“六月六”、黔东南一

带的“芦笙节”、仡佬族的“灯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水族的“洗澡节”、康定藏族的“赏花节”、云南



白水台纳西族的“三朵节”等,多是为少男少女充分展示才艺提供机会,使其在歌舞狂欢之中各寻意

中人。婚姻集中地体现着道德命题,饮食男女皆为人之本性,若无道德约束,野蛮与非礼横行霸道,
秩序紊乱会导致系统崩溃。对“性”的放纵,犹如将野兽放出笼子。财富和权势并不总是择偶的标

准,节日里的才俊与佳丽,总是以美丽、善良、勤劳、勇敢、智慧、能干、灵巧等优良品质取胜。另外,
节日里展现出的五彩缤纷、形态各异的服装、饰物、用具等,物典云集、精华荟萃,是民族文化的博览

会,也是丰富的文化生态园。每一件器物或饰品,都闪耀着民族特有的智慧并折射出族群生存的价

值观。
诸如语言、仪式、服饰、建筑、壁画、图腾等作为文化过程结果的符号化的创造物,都负载着民族

生存的价值追求,并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就图腾来说,亘古亘今,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
不可简单化地将图腾一概视为封建糟粕,现代人在国徽、校徽等符号上寄托价值理念,本质上与此

并无不同。一棵历经沧桑的大树、一块形态奇异的石头、一座雄伟的山峰、一个湛蓝的湖泊、一种与

族群密切关联的动物,都会成为某种意义的载体。如果它成为了族群顶礼膜拜的对象,就不再是纯

粹的自然物,它被创造为一种符号,负载着族群的价值追求,世代相传。而只有与天地合德的价值

理念,才会获得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存在。图腾崇拜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凝聚社会成员的民族

认同,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都崇拜黑虎,而土

家族、白族、普米族等则崇拜白虎。云南怒江州内的傈僳族人就有20余个不同的图腾:虎、熊、猴、
蛇、羊、鸡、鸟等,它们都是傈僳族人崇拜的对象。古代羌族以羊为图腾,后演变为各种遗俗。如用

羊来祭祀,将羊肉分赐众人以求福佑;穿戴羊皮,以求庇护等。祈求与寄托的愿景能否真的实现并

不重要,关键在于敬畏而知止,敬畏能使人抑恶扬善,知止则使行为有所规范。肆意妄为,举而不

止,人间则有可能变成罪恶的渊薮。
教育者在原生态的文化传递中有特殊的地位,“师之所存”乃因“道之所存”,这是教育的真谛。

在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中,具有教育资格的,必是族群中的精英。人类社会结构的初始形态中,巫、
师、王通常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大多以“祭司”和“巫师”的身份充当知识、经验及其价值理念的传递

者。族群的头人也常常是巫师。如哈尼族的陇巴头、基诺族的卓巴、布朗族的达曼、景颇族的董萨,
等等,他们既组织农耕祭祀活动,又传递劳作的知识和技能,还负责协调族群各种关系并维护传统。
很多时候,师者身份的确认直接来自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特异技能的展现。精英可以通过竞技的方

式产生,也可以通过推举的方式,选出经验丰富的人。例如瑶族人就会通过狩猎活动,选拔出经验

丰富、智慧超群的人做“祭司”或“巫师”,全权指挥狩猎、分配、祭祀山神等活动[2]。他们成为本土知

识的权威是理所当然的。西南有许多民族,如傈僳族、侗族、彝族、独龙族、拉祜族、普米族、怒族等,
都盛行射弩比赛,比赛中的佼佼者就会成为人们崇敬和效法的榜样。实际上,这种情形存在于方方

面面。精于生存之道者,必会成为师者。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中,精英是由精心设计的教育

培养出来的,而在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的原生态里,精英是通过自我教育,从生存实际中自发地涌现

出来的。
文化不仅仅包括了诸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3]等作为过程之结果的精神性的

存在,还有物典、语言、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甚至连身体,也是文化塑造的。更重要的是,应把文

化理解为一个过程。原生态中的教育,无影无形,无声无息,无处不在,无人驾驭,有潜移默化之功。
原始而简单,和谐而自然,若无现代文明和后工业时代经济技术的狂飙袭来,田园牧歌般的世外桃

源不知还会持续多久。现如今,与世隔绝的时代里,各种原生文化曾有的辉煌被历史深深地埋藏,
来自各个独立源头的文化汇入世界文化洪流成为历史的必然。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然遍及村寨

部落,原生文化形态逐渐淡出视界。然而,对民族教育文化原生态的重新审视,是回归民族教育之

道的必要前提,民族发展的文化之根和生存的动力之源不可无视。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互

动,是两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主体间自主性、能动性的生命联系,是



我们思考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出发点。

二、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互动世纪钩沉

现代教育进入民族地区,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不过那只是寥若晨星般点缀于广袤辽阔的僻远

山乡的现代文明之光从无到有的起始点而已。进入20世纪,国门的开放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巨大变

革,使民族地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随着新文化运动、民主革命、抵抗外侮、人民解放、和
平建国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中心收拢着边缘,边缘向中心聚集,民族生存与国家命运必然地、
内在地关联起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

的。”[4]革命、战争、民族、国家成为汇聚一切信息和能量的话语中心,民族生存的现实困境与意识形

态更迭紧密交织,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民族教育,则成为了唤醒民族自觉、激发民族精

神、促使民族自立自强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途径。
前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兴办新学,现代教育的触角开始向民族地区延伸。清末

民初,人口数量较多且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蒙、藏、回等有了专门的教科书,1909年的《满蒙汉三文

合璧教科书》共有10册,内容涉及自然、历史、生产、生活、艺术、道德等各个方面,这便是中国特色

双语教育的发端。辛亥革命后,许多民族地区开始形成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从办学主体、教育目标、
内容、途径等方面进行系统建构。初小教育内容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图画等,高小增加了地

理、历史、格致等科目。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教科书从语言到文字,与主体民族没有区别。
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旨体现了“三民主义”思想,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

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5]。1929年,国民

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蒙藏决议案》提出有关民族教科书问题的政策:
“通令各蒙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辑各种书籍及本党党议之宣传品,
实行普及国民教育,厉行识字运动,改善礼俗,使其人民能受三民主义之训育,具备自治之能力。”[6]

1931年9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
中,提到蒙藏各级学校使用的教材应特别注意“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盥洗”“蒙藏人民经

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关于教材的内容,该“原则”提出:“在‘现代化’前提之下,国家文化与

宗教内之优良传统文化,同受尊重,编写教材,用以教导学生。”具体应包括:“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

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

民革命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

的关系;其他有关边疆各民族人民特殊环境之教材。”[7]830然而,尽管国民政府实施民族教育旨在传

播知识、普及文化、开发民智、巩固边防,但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和条件限制,举办新学步履艰难。在

一些地方,“创办学堂招生之初,尽管广告贴遍全城街道,但应招者仍寥寥无几。热心新学者不得不

多方奔走,拜访地方开明绅士、学者及商贾人士,宣传新学宗旨在于启迪民智,培养科学知识人才,
挽救国运。并深入调查适龄儿童之家,登门造访其家长劝学。”[8]从民族地区政府的教育机构名为

“劝学所”[9],也可知新学推进之艰难。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学校,尚无人思

考如何从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心理、智力条件及生活实际等方面的差异出发实施民族教

育。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最初的交流和碰撞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民族教育话语转向边疆教育。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边疆教育实施原则》,

提出必须以边民全体为施教对象。“边疆教育”与以往国民政府提出的“蒙藏教育”“回民教育”“苗
人教育”等所涉及的对象一样,只是“不将特定同胞的称号表明,一方面可免少数人对于整个国家民

族养成‘自外人群’的怪鄙思想,一方面把范围扩大,特定同胞界限以外的边疆人民,亦在教育领域

之内。”[7]833主张“边地教育应打破种族界限之观念”,以“养成国民统一之情绪,团结一致之精

神”[10]。边疆危机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日益加深,摈除民族偏见和隔阂,团结抗战成为共



识,于是人们不谈民族,只谈边疆。外敌入侵促使内部的团结高于一切利益,从而促进和加强了现

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随着国家文化中心向西迁移,少数民族教

育有了较大发展,兴起了许多师范学校和中小学。为推进边疆民族教育,国民政府曾要求各学校自

编乡土教材,并颁发文件征集边疆教育乡土教材,主要内容涉及乡土历史地理、民间故事、民谣格

言、乡土社会、文艺娱乐等各个方面。乡土教材包含较多的民族文化要素,从一定程度上也顾及了

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总体来说,课程内容要体现民族统一和爱国精神,消除因地域

和宗教观念所产生的隔阂。因此,这一时期民族教育的本质特征是同化教育。
新中国的建立,将分别处于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迅速提升至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社会,社会变革的巨大跨越使教育担当起重大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
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总方针,少数民族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途径等各个方面定位于

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友爱、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国家,在教育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中,
既要避免大民族主义,也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教科书的内容兼顾少数民族特点和国家公民

教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有关政策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教

学。但在有本民族通用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在创立出通用文字之前,可暂时用汉语

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教学。”[11]建国后的三十年里,民族教育在扫盲和普及义务教育上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80年代以后,民族教育事业

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教育在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配备、义务教育普及、
学业成绩、高等教育参与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世

界上许多国家。
当今时代,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民族教育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民

族文化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现代教育,少数民族乡土教材编写和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集中

体现了这一趋势。近年来,更有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课程建设的人类学研究。总之,百年

来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日益深

化并向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为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互动的意义探赜与价值重构

以效果历史观思考历史效果,一切曾经存在过的,都与现存的和即将要发生的事件有着意义的

关联。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两个从不同源头走来的文化系统,在经历了最初的碰撞与交流之后,逐
渐汇合到一起,但这不过是弱势向强势的“趋合”,而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和合”。由于民族文化赖以

存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强势文化的作用而导致的文化嬗变和价值观变迁,使同化的趋势日

益明显。近百年来,日益增长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主体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同时,民族教育也

在反思自身所走过的历程及存在的问题,以清醒认识自身应担当的历史使命和应发挥的作用。“执
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第十四章》)历史是连续的,文化生命是有根的,回归其根,方能不

离其道。
对原生态教育文化的重新审视,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阐释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发展力归根结底来自文化力,文化源于生产与生活,又反过来为生产与生活之生生不息提供智慧和

创造之动力源。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绵延不断的内生之力,源于自然,从洪荒走来,在当代式微。民

族文化对自身的自觉意识,只是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从各种矛盾和冲突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中

逐渐生长出来并日益增强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是文化主体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是日渐

消亡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巨大的反差促成强烈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传统民

族文化,激发了人们的回归取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回归不是返回原始和洪荒,历史不是简



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地发展,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观照起始点。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田间地头,但
历史向我们昭示了民族教育文化的基本原理:教育不能脱离文化之根,文化之根系于生存之土。

现代教育对民族地区的初始渗透,虽以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开发民智、巩固边防为宗旨,但其

努力收效甚微。只要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改变,再强势的文化也寸步难行。先驱者们怀着神圣的使

命感,以致力于让文明之光穿透厚重的蒙昧与黑暗之墙、拯救生民于苦难的深渊为己任,只是在经

历了失败和挫折,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后,才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

的生活方式变化,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下而上的建构是成就一切

事业最根本的秩序原则。人活着,才会有精神文化的追求。冷漠、厌倦、懒惰、逃避是那些饿着肚子

被劝到学堂读书的孩子,对初始的现代教育的本能反应。他们身上自然地带有其所属文化的印记,
尽管其对自身认知、心理、态度、价值观,很难说有自觉的意识,但其对现代教育的态度,反映了两个

系统互动的初始状态。对许多曾是封闭的文化系统来说,似乎只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何以谈得

上互动? 这种文化系统存在着,并以自己的方式运行着,任何外来者都不能忽视它,而应适应它。
只要它存在着,就影响着教育的决策和实施。它是在场的缺席,不言自明的存在,不行而至的力量,
不为而成的教化。越是难以教育的民众,越有根深蒂固的惯性和不可动摇的韧性,越说明其固有生

长力的旺盛,要改造这种生长力不能不伤及其根,伤根之举违背生态原理和共生之道。因此,教育

良策的出发点应基于自身的调整和适应。
民族精神的激发,源于外敌的入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棠棣》)、“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周易·乾》)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在系统面临摧毁和打击,有亡国灭种之灾时,同宗

同源者会再度凝聚成血肉相连的整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边疆教育”对一盘散沙的诸多民族着

实起到了凝聚向心力的作用。民族团结、同仇敌忾,是和平时期无论投入多少教育资源(人力、物
力、智力)都无法达到的效果。战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促成了超出主体意愿的历史效

果。历史是一种“涌现”。然而,也须看到,“因同而合”不过是特定时期各种要素随机作用的综合效

应而已。趋同,是这一特定时期应然的也是现实的从而也是成功的举措。“合”是有条件的、暂时

的,“分”是必然的、常在的。外战结束,内战爆发;炮火硝烟散去,不流血的战争悄然而至。整体和

局部“分”与“合”的循环往复,是自然“摧毁各处以构筑一处”[12]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系统从

自生、自发到自觉,必得经历正反合的历史阶段,才能成熟和完善起来。
和平建国的宏伟大业,举而措之万民,彻底改变了诸多民族的生存状况。新文化的要素通过教

育途径遍及一切角落。不过,这种“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致沿袭着同化的理念。只是在最晚近

的时候,才开始向着文化生态回归,那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诸多弊端已然显现,包括从物质生产到

精神生活、从繁华城镇到僻远山乡、从都市社会到种群部落的一切方面。穷极而反,原始返终,民族

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由“趋同”转向“和而不同”的价值

重构,是基于主体性的回归。“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获得普遍认同,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从某

种意义上说,“文化”比“武力”更具有霸权性和隐而不显的毁灭性。孔子劝诫王者内修“七教”、外行

“三至”,有“汤之灌雪”之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孔子家语·王言解》)。
其积极意义在于统一的民族社会的秩序化建构。然而,对于从独立的源头生发的文化系统来说,在
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不在“化”中更生,就在“化”中消亡。同自然生态一样,文化生态的单一化意

味着毁灭已经临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周易·否》),苞桑之戒使人居安思危,只有自觉的主

体才会有忧患意识。拯救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消极和被动的保护,只会产生递减的

效应,让民族文化焕发出活力才是根本。
多元民族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一个人,只有内心世界丰富,才能发现世界多方面的意

义关联,从而才能有通达的智识和创造的智慧。中国要走向世界,需要雄厚的发展力作支撑,而内

在品质的丰富性更是发展力的根本所在,这种丰富性就存在于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之中。这就是中



国古代先贤所确立而为万世所尊奉的价值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

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民族教育仍须大力倡导并确立和谐共生的价值

观,以营造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有利的人文环境。百年来,民族教育最突出的成就是人们观念的改

变。民族文化生命的生长需要一个生境,这需要人们懂得它的价值、欣赏它的美,进而为它的自我

更新和再创造培植资源丰富的生境。不仅教育与民族文化是双向互动的,民族文化内在的生长力

与其环境之间也是双向互动的,民族教育必须在培植土壤和开发智力资源两个方面努力,将价值理

性与工具理性整合为一体,方能健康发展。

四、问题与方法

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融合,在于以教育之功提升民族文化的发展力。早在18世纪,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elvetius)在其《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中就论述到“人
是教育的产物”。他说:“人生而无知,并非生而愚蠢,甚至非花一番气力不能变得愚蠢。为了变得

愚蠢,为了把心里的自然光明扑灭干净,一定要有技术、有方法;一定要有教育在我们心里堆积起重

重错误;一定要饱读许许多多的书,使偏见层出不穷。在文明民族中间,如果愚蠢是人们的共同状

态的话,那是一种传染性的教育的结果;那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受到伪学者们的教导,在那里读了愚

蠢的书。”[13]启蒙者的话揭示了一个道理:教育要让人变得聪明,就得对不同的人实施不同的教育。
其实这个道理人们很早就知道,民国时期,朱家骅等人就已经提出民族教育要结合民族生活来开发

民智,然而好的理念一接触实际就变样。
开发心智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同自然资源的开发一样,也存在一个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发

展问题。很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智力资源具有民族性特征,而这些特征与民族生存的自

然人文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其形态发生与结构稳定性是在一个长期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起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造成了智力特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无视这种差异

性,必然导致对智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这不仅使个体的未来发展难以为继,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

文化生长的智力源。当前民族教育的突出问题,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是课程与民族生活的实

际脱节,智力开发与民族文化背景割裂。
为了使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关联起来,有识之士从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研究与编写民族地区

乡土教材,时至今日仍努力不懈,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乡土教

材所涉及的,更多是关于民族文化的知识及其自然人文生态的介绍,其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

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就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来说,显然还达不到相应的层次。近年来,民族文

化进校园活动在一些地方开展得轰轰烈烈,颇有成效,但也有不少的民族地区学校是在走过场,使
其成为了形式化的东西,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并且,只是一些歌舞、绘画、手工等民族文化形式进入

了活动课程,人们大多不从智力资源开发的高度去选择内容和组织实施,很多时候不过是为了活跃

校园生活、体现文化特色而已。民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首先要对民族智力特征有充分的了解,然
后是对其文化土壤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知识与原理层面进行深度的挖掘和提炼。
迄今为止,我们尚缺乏这样的专业队伍和真正有深度的研究。

从课程视角来思考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有人类学的视角。课程实质上

是对文化的选择,并不是所有文化都适合进入课程。教育要发挥文化选择的作用,就得从内容上精

选和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意义的要素,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上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对
不同民族智力倾向和根本特征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譬如精于骑射的民族与擅长思辨的民族,
必定有着十分不同的智力特征。由此推开来,诸如游耕、采猎、航海、稻作等依赖不同的资源环境而

生存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时间里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每一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都凝

结着族群千百年来累积的知识和经验。从诸如歌舞、器乐、工艺、壁刻、建筑等可见可闻的艺术形



式,可以感受到其节奏与旋律、色彩与线条的精心设计与组合,其间隐藏着一种只有在特定的生活

情景中才能生发的智慧。从这些窗口可以窥见或悟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全部奥秘。
斯普朗格说:“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指向不断发展着的主体的个性生命生成,它的

最终目的,是把既有的客观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14]课程若从这些

方面关照人类种群不同的认知特征,民族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民族智慧的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

才真正有望得以实现。
选择文化需要洞察力。大数据时代和新丝路背景下的文化选择,是民族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将要逝去的必然无可挽回,然而,什么是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什么可以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蓬

勃发展? 说得现实一点,民族文化中有什么精彩的东西能重新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并经由新丝路

再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能够通达世界的,不仅仅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要在本质上能臻于化境。
千百年自然人文生态酝酿的艺术和技巧,世代相传的秘诀和匠人苦心孤诣而累积的经验,还有那离

开本土便失去地道风味的造物,都是值得珍视的,其中都有值得深入挖掘的智慧资源。若不论糟粕

与精华都一股脑儿将其捡回来塞进校园,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有损未来事物的生长之力。知几知

微,方能开物成务,崇德广业。何为“几”?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系辞下》)如何

预测和把握未来之事? 以科学的方法,是从各种现实的存在中搜集资料,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
得出决定未来趋势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和相互作用的规律。然而,科学终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一种途径,科学之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奥秘,混沌与不确定性遍及

一切领域,非线性因素随机作用,要素难以完全把握,世界总在人的预料之外。《疏于防范的教

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的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揭示了一个道理:“不论知识如何高深,它始

终受制于某种程度的无知。”疏于防范从根本上来说,源自我们的无知。事实上,无知可能并非造成

一切困境的唯一原因,该书还提出了“知与不知,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

道德与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是导致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人与自

然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人文方法的实质就是“以文化人”,其意义首先在于道德情感价值观的文

化建构,具有“深根固柢,长生久视”(《道德经·第五十九章》)之功能。其次,人文与自然的契合,能
够提供认识自然和通达自然的多种途径,以弥补科学思维之不足。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丰富多

样,人们与天地系统交流的方式和途径也不一而足。其与科学的思维逻辑虽然不是一路,但也并非

毫无价值,其人文生态意义也需重新认识。
教育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真善美,民族生存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是科学之

根、人文渊薮、艺术摇篮。青蒿素中有尖端科学,人文蕴于山川,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美美于野。因

此,“学在田野”,民族教育理论必须立足于本土,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我们一贯倡导并践行的田野

方法还须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民族教育基本理论建构与教育实践应密切联系。马克思有句经典名

言:哲学家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5]。推动世界发生根本

性变化的力量来自底层的民众,“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经·系辞上》),顶层设计必须

落实于底层的建构。在国家、民族、族群、个体的层次关系上,个体的身心和谐发展是一切和谐发展

的根本基础,包括最高层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从和谐发展的人们之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

的。而每一个体都有适合他自身发展的特殊教育需求,这种特殊性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文化之中。
满足民族社会个体成员的教育需求,是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交往与互动的要旨之一,其最终目标则

是实现基于底层的和谐民族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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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theA-Hundred-YearInteractionbetweenEthnicCultureandModern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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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thnicculture,whichderivesfromtheuniqueecologicalandculturalenvironments,isprim-
itive,simple,harmoniousandnative.Itishandeddow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spontaneously.
Inthepastoveronehundredyears,greatchangesinsocietyhavebroughtaboutfundamentaltransfor-
mationbetweenthemodesofproductionandlife,whichmakesnationaltraditionalcultureloseits
conditiontosurvive.Moderneducationhasdevelopedintheethnicareasoutofnothingandfrombeing
minortomajor,andthenpopularizesthescienceandcultureandagglomeratestheethnicspirit.Inad-
dition,ithasopenedadoortotheworld,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integratingthecultural
systemswithindependentdevelopmentandfromdifferentsourcesintothemainstreamculture.How-
ever,themoderneducationwhosemainpurposeistoassimilateculturesneglectsthebackgroundof
theethniccultureandtherealityoftheethnicsurviving,whichincreasinglyimpairstheinternalimpe-
tusoftheethnicdevelopment.Therefore,itisnecessarytoreflectonthehistory,observethereality,
gaininsightintothefuture,thinkfromtherootoftheethnicculturesoastorecognizeandestablish
thecontemporarymissionsandvaluesolicitudesoftheethniceducation,topromotetheethniccul-
ture,andtoexploretheimpetusoftheethnicendogenousdevelopment.Onlyinthosewayscanwe
findawayfortheexistenceoftheethnicgroups.
Keywords:ethnicculture;ethniceducation;moderneducation;educationculture;endogenousdevel-
opment;harmonious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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